
相对资源、性别角色观念交互影响下的
夫妻家务劳动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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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以北京大学社会科学调查中心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4年夫妻匹配数据为依据，考察
夫妻关系中各方所拥有的资源、认知的性别规范及其互动型构的依赖、权力与性别关系合法性特征
对于家务性别分工的影响。 研究发现，2014年我国城镇在婚妻子的家务时间为其丈夫的 2.14倍，是
家务劳动的主要承担者。相对资源、绝对资源对于夫妻双方家务承担的影响，既有基于理性、优势比
较而做出安排的一面，也有基于家庭性别文化规范而进行性别化实践的一面，两者在交相互动中影
响着夫妻就家务如何分工所进行的决策与行为。资源对于家务分工作用的方式和机制，嵌入于社会
性别文化之中。 性别观念的现状及其变化，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解释甚至预测家务性别分工的走向。
从当下中国男女的性别观念状况看，男女家务性别劳动差距的平等化依然任重道远。家务劳动分工
的平等化，一方面有赖于继续提升女性的社会经济地位，另一方面更有赖于男女性别观念现代性程
度的同步提升。
关键词： 时间可及性；相对资源；自主性；性别角色观念
DOI: 10.13277/j.cnki.jcwu.2022.02.005 收稿日期： 2022- 01- 05
中图分类号： C913.1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3698（2022）02-0027-09
作者简介： 刘爱玉，女，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社会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劳动社会学、
劳动与性别、组织社会学。 100871
基金项目： 本文系 2021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当代中国社会转型期的不稳定工作与性别观念的
重塑”的阶段性成果，项目号：21BSH080。

2022 年 3 月
第 2 期

中华女子学院学报

Journal of China Women’s University
Mar. 2022

No.2

一、研究问题提出

基于性别不平等的家务分工，是诸多学者关注
的议题。近三十年来，中国女性在教育程度上与男
性的差距逐渐缩小[1]，虽然劳动参与率相比于计划
经济时期有所下降，却依然是世界上少有的女性
劳动参与率较高的国家之一，而家庭领域的性别
分工格局与此并不同步。刘爱玉根据第三期中国
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数据计算得到，2010 年在婚有
工作和有收入女性的家务劳动时间为男性的 2.38
倍。[2]孙晓东根据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2

年数据，得到 18—64岁女性的家务劳动时间是男
性的 2.41倍。[3]贺光烨等根据中国家庭追踪调查
（CFPS）2010年夫妻匹配数据，得出 18—59岁夫妻
工作日家务劳动时间妻子是丈夫的 2.75倍，休息
日是 2.34倍。[4]可以看出，妻子的家务劳动时间显
著高于丈夫，称其为“女主内”并不为过。

家务劳动分担的性别差距或者家庭内的性别
不平等，并非中国独有，几乎所有的经验研究都显
示女性的家务负担高于男性。中国 2014年夫妻家
务分担的差距，与 20世纪 90年代美国等一些国家
的情况比较接近。例如，美国 1985—1993年妻子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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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家务劳动时间为 16.14小时，是丈夫的 2.9倍；
1994—2003 年妻子每周家务劳动时间为 14.46 小
时，是丈夫的 2.06倍。[5]最近二十年西方国家的家
务性别分工差距也并未有实质性的改变，一项关于
欧洲各国家务性别分隔的研究显示，主要欧洲国家
女性家务劳动大多是男性的 2倍左右。[6]

为何作为私人领域的家务分工性别平等进展
如此缓慢？是什么样的个体、关系、认知特性因素
形塑了这种不平等的夫妻家务性别分工格局？本
文基于夫妻关系中各方所拥有的资源、认知的性别
规范及其互动型构的依赖、权力与性别关系合法性
特征，考察家庭内夫妻在家务性别分工上的表现。

从性别视角看，家务劳动的性别分工是性别分
层的重要来源，是家庭内性别不平等关系的重要
体现。[7]家务分工模式以及对其公平性的感受可能
影响家庭形成、婚姻质量、个体健康、职业分化、收
入水平、劳动效率、生育水平以及其他社会公共福
利。[8] [9] [10]对家务劳动的性别分工状况和影响因素
进行探讨，有助于理解女性在夫妻权力结构中的
相对位置，进而理解女性在公领域所遇到的瓶颈[7]，
同时也是理解和分析社会性别平等状况的一个基
本内容。和谐家庭的建设不是要回到传统家庭关
系模式，而是要趋向夫妻更为平等的关系。[11]

二、理论视角与文献回顾

一个人能够有多少时间做家务，抛开个体喜
好，一是受到客观时间的约束，二是受到时间如何
配置的约束。时间可及性理论援引理性选择理论
和贝克的新家庭经济学，认为个人是以家庭效用最
大化为目标对时间进行配置，谁从事家务劳动在经
济上损失最小，谁就应当多干家务，两性在家务劳
动方面的时间差异缘于时间成本上的比较优势。
与女性相比，男性在挣钱养家方面更有优势，因而
从经济理性出发，他们应当将主要的时间和精力投
入到工作中；而女性在家务劳动和子女照料方面更
有优势，因而她们应当将主要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
家庭中；男性从事市场劳动和女性从事家务劳动是
更有利于家庭福利提高的安排。[12]从时间可及性
理论视角出发，如果妻子相对于丈夫的教育、职
业、收入等地位较高，由于这些资源的市场工作价
值高，其家务劳动投入理应会少。若如此，如果一
个妻子挣钱能力超过丈夫，是否“女主外，男主内”
的性别分工也是可能的呢？

如果说新家庭经济学关于夫妻双方时间成本
上的比较优势，更多侧重于在家庭效用最大化约束
下双方所拥有资源的市场价值，那么关于家务分工
的相对资源理论，实际上更侧重于因夫妻双方所拥
有资源的社会价值比较优势而对家庭中权力关系
格局的影响。权力源自反映社会经济地位的资源
对比，资源较多的一方有更多权力避免家务 [13][14]，
女性承担绝大部分家务的原因是其资源和权力占
有的劣势[15]。围绕夫妻双方资源占有状况的差异，
以往关于家务劳动的研究发展出了两种略有不同
的解释：基于经济依赖视角的解释[13] [15] [16] [17]和基于
协商 /相对资源视角的解释[9] [14] [18]。前者强调因夫
妻资源差异尤其是女性资源劣势所导致的女性对
丈夫的依赖从而多做家务，后者强调权力天平向拥
有资源优势的男性倾斜而使男性在家务分工的讨
价还价过程中胜出，从而避免了多做家务。20世纪
50年代以来，在家庭领域出现了一些妻子的资源、
地位高过其丈夫的情况，上述两种主要预设男性 /
丈夫资源优势的理论在实践中开始面临挑战，即女
性在市场竞争中获得了比较优势以及在家庭中有
更多的经济贡献，甚至胜过丈夫时，其家务分担是
否会随着相对资源增加而减少？作为在家庭中再
无资源优势的丈夫，是否会多做些家务？

围绕上述两个问题，目前主要有两种解释视
角：性别表演视角（gender display）和自主性视角。

性别表演视角的核心问题是：随着相对资源的
增加，其所承担的家务劳动是否会线性减少？布莱
恩（Brines）在 1994年的一项经典研究中发现，存在
着一些丈夫在收入不如妻子时依然没有如期增加
家务的情况，她称之为“性别表演”。她的研究发现
丈夫的家务劳动存在性别表演，相对资源与家务之
间的关系是非线性的，呈现出倒 U型曲线的特征，而
妻子的家务劳动没有这种情况。[15]另一些学者的研
究发现夫妻双方都存在家务劳动的性别表演。[3][16][17]

刘爱玉等的研究发现，男性的家务劳动承担不存在
性别表演，部分女性在某种情况下存在性别表演。[2]

贺光烨则发现，在工作日和休息日的照料时间上存
在妻子的性别表演模式，照料时间先随妻子收入贡
献增加而减少，当超过约 60%，其收入贡献的进一
步提高反而会增加妻子参与照料的时间。[4]也有少
数学者发现，无论是妻子还是丈夫，都没有家务劳
动上的性别表演。[19]

针对布莱恩关于美国丈夫在相对资源与家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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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关系上存在性别表演的结论，古帕特（Gupta）
以美国 914个已婚全职就业女性为分析对象，发现
女性家务劳动主要受到自己收入的影响，而不是受
到丈夫收入的影响或者相对于丈夫的收入的影响。
她认为已婚女性在家庭生活领域有着很强的自主
性，实际上资源占有的量即绝对值也同样重要。她
强调经济自主性对于已婚女性家务承担减少的意
义，经济自主性的增加有助于平等主义家务分工模
式增加。[20]

相对资源视角受到的较多批评在于其考察对
家务劳动的影响时，未能有效控制性别观念或者
考虑性别观念的调节作用 [2][14][21]，历史中沉淀下来
的一整套指导人们家庭生活和社会生产的稳定而
有力的性别规范体系，对家庭内家务分工的性别实
践起着重要的作用。比如对于两性家务劳动分工
和社会劳动分工的认知，性别气质与公私领域劳动
参与的关系认知，不同性别所拥有资源价值的性别
化认知等，都会影响夫妻关系中的一方或者双方对
于家庭内家务劳动时间和市场上工作时间的配置。
传统的性别角色观念将男性定位为“养家糊口”的
角色，男性会通过多挣钱来显示自身的男性气质，
而女性会通过多做家务来维护自身的女性形象[22]，
劳动性别分工的文化模式并不会因为女性经济依
赖的变化而同步变化，可能存在滞后性。信奉传统
性别文化，意味着没有恪守传统观念的丈夫和妻子
会受到配偶或社会的惩罚，事业型女性被认为是
“不顾家”的、“没有女人味”的，事业上不如意的丈
夫也会被指是“没能耐”的、“没出息”的男人，这就
鼓励妻子和丈夫向不同的劳动领域投资。[23]绝大
多数关于家务劳动的量化研究都发现，性别平等
主义使得妻子少做家务、丈夫多做家务，夫妻之间
具有更为平等的家务分工[24]，持有更平等态度的女
性比持有传统态度的女性承担更少的家务，而持有
更平等态度的男性则倾向于以更平等的方式分配
家务。于女性而言，纯粹的经济独立（对配偶收入
的依赖程度、本人的绝对收入状况等）并非其家务
劳动投入的最好预测，性别角色观念也不独立地对
家务劳动参与产生影响。部分女性的家务劳动在
经济依赖与性别角色观念交互影响下，存在着形态
与效应各异的性别表演。[2]

以上我们围绕着家务劳动研究的时间可及性、
相对资源和性别表演理论、性别观念视角的主要
立场和研究，对家务性别分工的核心疑问进行了梳

理。应该指出的是，不同理论视角之间其实并不互
相排斥，而是互为补充的，人们对于家务性别分工
的认识，也因为这些疑问、争论、研究实践和不断
的探索而得以深化。目前诸多研究视角和经验研
究结论不一致的现象，实际上是因为不同的学者将
家务性别分工的探讨置于不同的情境之中：或预设
个体是全然的理性行动者，在时间的配置上进行家
庭最优化的配置，如时间可及性理论视角；或将个
体视为婚姻关系中独立并且更多受到利益主导的
交换者，如相对资源理论；或将个体视为文化行动
者，性别角色规范影响着其对于时间的筹划和使
用。我们认为，虽然家务分工讨论的是关系脉络中
的时间和资源分配问题，但既有研究更多地是将男
女视为相对独立的个体，而欠缺关系的视角。比如
关于性别观念对于资源配置、时间配置的影响，以
往大多数研究常常只是考察了作为研究对象的男
女的性别观念，而没有考虑作为配偶的性别观念的
状况。[2] [20] [25]应该将诸如丈夫或者妻子是否有家务
劳动的性别表演、性别观念发挥何种作用等，置于
夫妻关系的情境之中进行思考。因此，本文将以夫
妻匹配样本为研究对象，以家庭为立足点，以夫妻
性别观念的交互作用为重点考量，去考察资源、
自主性和性别角色观念的交互作用及其家务分
工实践。
本文的研究假设有四个。
假设 1：不论男女，劳动力市场工作时间越长，

则从事的家务劳动时间越少。
假设 2：不论男女，相对资源越多（经济依赖越

低者），则从事家务劳动的时间越少。
假设 3：不论男女，绝对资源越多（自主性越大

者），则从事家务劳动的时间越少。
假设 4：夫妻性别角色观念交互作用假设，绝对

资源与相对资源的效应随夫妻性别角色观念的契
合度不同而有别。

三、研究变量及其界定

（一）数据来源与分析对象
基于本研究主要关注夫妻性别观念、相对资源

对于家务劳动参与的影响，故选取了中国家庭追踪
调查（CFPS）2014年调查数据（简称为 CFPS2014）。
该数据是北京大学社会科学调查中心继 2010年基
线调查和 2012年追访后的第二次追踪调查，样本
涵盖了全国 25 个省（直辖市、自治区），具有较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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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全国代表性。①本文的研究对象为城镇 20—64
周岁的夫妻配对样本，最终用于分析的有效样本共
4210对 8420人。
（二）变量测量
因变量家务劳动，指被访者回答的工作日（周

一至周五）每天家务劳动时间，包括准备食物、打
扫卫生、清洗衣服、购物等，但不包括照顾家人的
时间。
核心自变量是相对资源与性别角色观念。
相对资源的测量，面临两个主要问题：一是以

什么作为资源的测量，二是如何测量。资源是行动
者为达到自己的目的而欲展开行动时能够使用的
条件，包括行动者自身拥有的以及能够利用的权
力、知识、技能、工作经验、财物 /收入、社会关系、
信息等各种要素，既往经验研究采用较多的是收入
或教育。以收入考察相对资源，最常用的测量方法
有两种。一种是布莱恩使用之后被广泛实践的经
济依赖测算法，计算公式为：（本人收入－配偶收
入）／（本人收入＋配偶收入），其值域为 - 1到 +1。
-1表示被调查对象对其配偶的完全的经济依赖，
+1 表示被调查者向其配偶提供了完全的经济支
持，0表示双方在经济上彼此没有依赖。该系数也
可以做如下解释：乘以 100，负值代表个体分享配偶
收入的百分比，正值表示个体贡献给配偶的收入份
额。另一种是依赖系数（dependency ratio），或者夫妻
各自对于总收入的贡献[18]，一般认为，如果妻子或者
丈夫其收入只在夫妻收入中占很小的份额，则意味
着更多的依赖。两个依赖指数都是对称性测量，如
妻子收入从 30%增加到 40%，那么丈夫收入会从
70%下降到 60%。即女性的得是男性的失。[26]

本文采用使用更为广泛的经济依赖测算法，以
便于对研究结果做更大范围的比较，同时在分析
时加入经济依赖的平方项，以检验妻子收入贡献对
于家务活动时间影响的非线性模式 (即先增加后
减少，或先减少后增加)，以回应家务劳动中的性
别表演问题。这里的收入是指归入个人名下的各
项收入合计，包括工资性收入，从各种渠道获得的
补贴、津贴、酬金，以个人名义租赁获得的租金、补
偿金、存款利息、股票 /基金 /债券分红，接受的各
种赠予（折合人民币），借贷性收入等。性别表演是
指家务劳动具有符号象征意义，它象征着两性依

从于传统性别分工，女性将家务劳动视为自己表达
爱情和顺从的方式，即使女性获得了经济独立却依
然要努力承担家务，以此来表达自己在家庭中的次
要地位或情感，而性别表演的状况又与性别角色观
念有关。[2]

性别角色观念是人们关于男人和女人的地位、
分工以及个人行为模式的种种规定性总和，它展
示了人们关于什么样的两性角色关系是适当的规
范和信念，对诸如两性性别特征、性别角色期望、
性别行为模式、性别的地位和作用等提供了社会
期待。CFPS2014问卷从四个方面测量了性别角色
观念：一是男女分工，测量的问题为“男人应该以
事业为主,女人应该以家庭为主”；二是女人婚姻，
测量的问题是“干得好不如嫁得好”；三是女人子
女，测量的问题是“女人应该有孩子才算完整”；四
是男人家务，测量的问题是“男人应承担一半家
务”。经过信度和效度分析，本文选取男女分工和
男人家务作为性别角色观念的测量变量。问卷对
上述性别角色观念问题提供了五项选择: 非常不
同意、比较不同意、说不清、比较同意、非常同意。
对于前三项问题，越是不同意，越是倾向于认同现
代性别角色模式；越是同意，则越是倾向于认同传
统性别观念。根据妻子本人和丈夫的相应回答，将
回答比较同意和非常同意者界定为传统，其余的界
定为非传统。由此可以区分出四种夫妻性别观念
的类型，即“丈夫传统、妻子传统”“丈夫传统、妻子
非传统”“丈夫非传统、妻子传统”“丈夫非传统、妻
子非传统”。当然，“传统”与“非传统”只是一种对
于性别观念趋向的大致测量，而不是认为性别观念
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可以做出截然区分。为了
与既往研究进行对话，本文也建构了妻子与丈夫
的性别角色观念变量。
相对资源和性别角色观念对于家务劳动的效

应探讨，将控制丈夫或者妻子所拥有的绝对资源、
可用时间、家庭情境以及个体健康与年龄等要素。
绝对资源主要考察本人收入与丈夫收入，在模

型分析时收入将取对数，可用时间以问卷中的“每
周工作多少小时”进行测量，以此检验时间约束理
论对于家务分配影响的状况。
家庭情境要素主要包括子女结构（家庭子女数

量、家庭是否有 6 岁及以下孩子）和居住状况（是

① 2014 年之后的 CFPS 调查未展开性别观念方面的追踪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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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与父母同住）。为了与布莱恩关于性别表演的研
究进行对话，也建构了一个夫妻总收入变量，在模
型分析时取对数处理。

健康状况会影响个体的劳动能力，根据问卷中
自评健康状况区分为三类：健康（自评非常健康、
很健康、比较健康）、一般、不健康。本文分析基本
变量的描述性特征见表 1。

四、夫妻家务劳动时间差别及其影响因素

如表 1所示，2014年 20—64周岁城镇在婚妻
子的日均家务劳动时间为 2.53小时，标准差 1.68，丈
夫的日均家务劳动时间为 1.18小时，标准差 1.41，
妻子的家务劳动时间是丈夫的 2.14倍。表 2分别

展示了妻子与丈夫的家务劳动时间差别及其影响
要素的多元回归分析非标准化系数。模型的因变
量为日家务劳动时间。模型 1和模型 4核心自变
量为相对资源（经济依赖和经济依赖的平方项），
再加上一些常规的控制变量，以检验并对话布莱恩
1994年关于性别表演的发现。[15]模型 2和模型 5
在相对资源的基础上，增加绝对收入，以检验并对
话古帕特关于绝对收入带给个体的自主性及其在
家务上的效应。[20]模型 3和模型 6，在相对资源、绝
对资源的基础上，增加夫妻性别观念，考察绝对资
源和相对资源因夫妻在社会性别规范上的共识与
冲突及其在家务分工上的效应。

通过对表 2各个模型的分析，我们有以下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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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依赖、自主与性别观念。布莱恩在 1994
年发现，经济上依赖的丈夫在家务承担上存在性别
表演，而妻子则不存在。模型 1和模型 4设置的变
量基本与布莱恩的经典研究一致，但模型结果与其
正好相反，妻子的家务劳动存在性别表演，而丈夫
的则不存在。一些学者如古帕特等认为，布莱恩在
分析时忽略了女性本人资源、地位所带来的自主性
对于家务分担的效应，因此在对女性家务分工的分
析中增加了反映个体自主性的绝对收入，并将个体
的性别观念进行了控制。其研究发现，当纳入个体
的绝对收入之和，以经济依赖测量的相对资源的显
著性消失了，不存在布莱恩所展示的家务劳动性别
表演，性别观念也未对家务承担的多寡产生显著影

响，对于家务劳动承担更为公平的影响要素是个体
的自主性。模型 2和模型 5的变量设置尽量与古
帕特的经典研究保持了接近，但模型系数反映的
情况与古帕特对布莱恩的挑战并不一致。一方面
我们看到妻子绝对收入的系数是显著的，收入高的
妻子承担的家务更少，与古帕特对于女性自主性的
强调有相似之处，但是这种自主性的效应并没有古
帕特所展示的美国情境下的女性那样大；另一方
面，即使个体的自主性是有意义的，但也并不意味
着相对资源就不重要，妻子经济依赖程度的降低
依然可以显著减少家务劳动量，同时，对于男女分
工偏现代的认知会影响家务劳动实践。考虑到夫
妻家务劳动分担是在家庭情境下展开的，我们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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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要考虑夫妻资源差异及其形塑的经济上的依赖
关系，又要考虑各自所拥有的绝对资源的状况带给
其的自主性，更应该考虑夫妻双方在有关男女分
工、家务劳动分工上的态度，模型 3和模型 6便是
按照上述思考而进行设计的，因此对于家务劳动影
响的分析，本文主要按照模型 3和模型 6的系数进
行解释。

其二，相对资源与夫妻家务劳动分担。2014年
妻子年总收入均值为 9592元，显著低于其丈夫的
年总收入均值，夫妻之间收入差距显著，导致经济
关系上妻子对于丈夫的依赖，经济依赖系数均值为
- 0.21。但夫妻间的资源差异仅对妻子的家务劳动
承担有明显影响，经济依赖程度的降低会显著减
少妻子家务劳动时间的配置，即在控制其他各种
要素的情况下，妻子经济依赖的程度每降低 1个标
准差单位，家务劳动可以减少 0.094个单位。为了
对经济依赖与家务劳动时间关系做一个更为直观
的展示，我们把经济依赖区分为四个类别。那些在
经济上依赖丈夫 70%及以上者，日家务劳动时间
均值为 2.83小时，其丈夫的家务劳动时间为 1.09
小时，妻子家务劳动是丈夫的 2.60倍；那些在经济
上依赖妻子 70%及以上者，妻子的家务劳动时间
是 2.18小时，丈夫的家务劳动时间是 1.24小时，
妻子家务是丈夫的 1.76倍。

其三，绝对资源对夫妻家务劳动的承担有不同
影响。在控制其他要素的情况下，妻子的绝对收入
对其家务承担的效应显著，收入每增加一个标准差
单位，家务劳动减少 0.085个标准差单位。丈夫绝
对收入高，在某种意义上也有可能使得妻子的家务
劳动负担有所减轻，因为从回归系数检验的显著性
看，其值为 0.08，略高于一般的 0.05。但是丈夫的
家务劳动承担量并不随其绝对收入的变化而有统
计学意义上的显著差异。总之，妻子和丈夫的绝对
收入，体现了本人及其家庭在经济上的自主性，使
得家庭可以通过购买各种家用电器甚至雇用家务
助理，或者参加更多外出就餐消费等活动来减少妻
子日常家务劳动的付出。

其四，性别角色观念的不同维度对于妻子和丈
夫的家务劳动有不同的影响。一个妻子纵然有偏
现代的男女社会分工观念，如果丈夫并不支持，那
么其对于家务劳动承担减少的效应就非常有限，只
有在丈夫也非常支持在工作和家庭领域不应该有
性别分界的情况下，家务劳动的性别分工才会更为

平等。直观地看，丈夫传统、妻子也传统家庭中的
妻子，日均家务劳动时间为 2.78小时；丈夫非传
统、妻子非传统家庭中的妻子，日均家务劳动时间
是 1.98小时，比前者少 29.0%。按照模型 3系数的
解读，就是在控制其他因素的情况下，其家务劳动
的时间会少 39.1%。另外，一个男性在家务分工上
持有偏现代的立场，也并不意味着其在家务劳动
上会更多承担，还需要考察其妻子的性别角色观念
以及在夫妻关系中的经济依赖等因素。实际上模
型 6告诉我们的是：相比于夫妻双方都认为男人应
该承担一半家务的家庭，即使妻子认为男人应该多
承担家务，但如果丈夫依然坚持认为女人应该多承
担，那么这类家庭中的丈夫依然是少做家务的。直
观地看丈夫家务承担情况，丈夫传统、妻子传统家
庭中的丈夫，日均家务劳动时间为 1.14小时，丈夫
传统、妻子非传统家庭中的丈夫，日均家务劳动时
间 0.71小时，比前者少 38.2%，按照模型 6的解
读，在控制其他要素的情况下，后一类丈夫少做
46.6%家务。
其五，女性作为母亲，家庭责任对其家务劳动

承担产生的影响，要远远大于对其丈夫的影响。在
控制其他要素的情况下，每增加一个子女，对于妻
子而言意味着要至少增加 14.4%的家务劳动时间，
而对于丈夫而言虽然也会有所增加，但只有非常
有限的 5.0%。

其六，从时间可及性角度看，处于工作状态会
显著减少工作日的家务劳动时间，但是日工作时
间的长短对于妻子的家务劳动无显著影响，即不
管女性工作多久，一些家务始终都是妻子干的；而
对于丈夫而言，工作时间的长短会显著地减少其家
务劳动时间。男人因为要工作，因加班加点而少做
家务是被接受的事实或者实践，而女性则否，这是
当我们把男女作为夫妻匹配样本进行考察时可以
看到的情状。

五、结论与讨论

统计分析显示，2014 年城镇在婚妻子的家务
劳动时间为其丈夫的 2.14倍，是家务劳动的主要
承担者。这一结论并无特殊之处，因为夫妻之间家
务劳动类似的巨大差距几乎已是共识，但依然有诸
多学者投身研究家务劳动性别差距，其价值在于在
何种意义上去理解这种差距。

如果将妻子、丈夫作为个体化的行动者，以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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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行动者为预设，以收入作为个体资源拥有的指
标，以经济依赖去考察家务劳动性别分工情状，我
们就会得出妻子的家务劳动存在性别表演而丈夫
不存在的结论。为什么随着女性对家庭经济贡献
的提升，其家务劳动的承担出现先升后降的情况？
学者们虽然将之归为性别表演，但实际上基于理
性行动者的预设，这一个解释是很难成立的，而如
果将之归为性别规范的作用，早年一些学者的研
究却并未在模型分析时纳入性别观念。

强调绝对资源带来的个体自主性及其对家务
承担作用的研究，虽然也考虑到了性别观念的作
用，在分析时予以控制，但从根本上对于相对资
源、绝对资源和性别观念的态度依然是建立在相对
原子化的个体基础上的。

将家务劳动的分析置于家庭关系架构下，相对
资源、绝对资源对于夫妻双方家务承担的影响，既
有基于理性、优势比较而做出安排的一面，也有基
于家庭性别文化规范而进行性别化实践的一面。
两个面向并非截然对立，而是在交相互动中影响着
夫妻就家务如何分工所进行的决策与行为。

那么，在什么情形下，男性会多做或者少做家
务？第一种情形是时间可及性，上班、工作时间长、
加班、挣钱养家，都是男性少做家务最好的理由，
这些理由也正好符合传统对于两性的性别角色期
待。第二种情形是父职和家庭责任需要男性做出
某些必要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因此家庭子女数的增
加是会让男性多做一些家务的，但是通过模型分析
看到，其增加的时间相当有限，远少于母亲增加的
付出。第三种情形是觉得自己作为男性，就可以少
做家务，哪怕妻子认为其应该多做。

同理，在什么情况下，女性可以少做或者不得

不多做家务？第一，与丈夫不同的是，虽然女性上
班会相对减少其家务劳动量，但是工作时长的影
响却不显著，说明不管上班时间有多长，一些家务
劳动始终由女性承担。何以如此？显然与社会性别
期待有关。第二，女性拥有的绝对资源优势以及对
丈夫依赖程度的降低，可以适当减少其家务付出。
第三，绝对资源和相对资源对于女性家务的效应，在
某种程度上与夫妻双方对于男女分工的认知有密切
关系。当丈夫非常支持女性追求事业、不死守女性应
该持家优先的教条时，这些女性可以少做家务。
我们认为，资源对于家务分工作用的方式和机

制，是嵌入于社会性别文化之中的。性别观念的现
状及其变化，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解释甚至预测家务
性别分工的走向。从当下中国社会整体的性别观念
状况看，男女家务性别劳动差距的平等化依然任重
道远。刘爱玉、佟新等关于中国人性别观念的研究
发现，女性的性别观念总体上更趋于现代，越年轻
者性别观念越趋向于现代；男性的性别观念更偏向
传统，且在不同年龄段群体间表现出高度的一致性
与稳定性。[25]西方社会也有类似的发现，女性朝向
平等主义的速度快于男性[27],两性性别观念变迁的
差别广泛存在于公私两个领域。以对男女家务分工
的认知为例，夫妻都偏传统的占比最高（48.5%），将
近一半；丈夫传统、妻子非传统的比例其次，占 19.0%；
夫妻性别观念一致并都偏现代的，只有 16.1%。虽然
在关于男人家务的认知上，夫妻均偏向非传统的居
多，但是从对家务劳动性别分工的影响而言，更为
核心的男女分工观念起着更为显著的作用。
因此，家务劳动分工的平等化，一方面有赖于

继续提升女性的社会经济地位，另一方面更有赖
于男女性别观念现代性程度的同步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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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ive Resources, Gender Role Attitudes and Its Interaction
on the Division of Housework in Fami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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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data of 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CFPS2014）, this research analyzes the impacts of
husband and wife's resources, gender role attitudes and dependence on the division of housework in family. It is found
that urban married wives do the lion's share of housework, and their housework time in 2014 is 2.14 times that of the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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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ult of comparative advantage based on rationality, and the gender practices based on family gender norm as well,
especially the interaction of both. What kind of style and mechanism will the resources impact the division of
housework is embedded in social gender culture. Gender ideology and its changing may well explain and predict the
trends of the family's housework division, and there is a long way toward equally shared housework due to the current
status of gender role attitudes. Equality of the housework division between spouses depends on the progress of
women's social economic status, and the transforming of gender role attitudes as w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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